
立春之“霞”与和歌季节咏

隋源远

　 　 摘　 要：立春之“霞（ｋａｓｕｍｉ）”这一和歌意象的成立，包含着中日两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从文字表记上

看，日本歌人以“霞”表意“ｋａｓｕｍｉ”的做法受到了中国诗歌中“烟霞”一词流行的影响。从季节认识上来看，

“ｋａｓｕｍｉ”直接来源于日本本土自然历中“ｈａｒｕ”的季节感，带有鲜明的地域性色彩。立春与“ｋａｓｕｍｉ”的组合，

则是在持统朝颁历的大背景下，为缓和本土季节感与历法四季观之间的紧张关系，由宫廷歌人柿本人麻吕创

造而出的。这一意象的诞生标志着和歌季节咏的成立，同时将立春的和训导入和歌的做法也对古代和歌泾渭

分明的四季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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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日本古典诗歌的核心体裁———“和歌（ｗａｋａ）”中，“立春”的地位举足轻重。在被奉为古典和歌典
范的八代集中，有六部都以立春歌开卷①，而整个平安时代四百年里，更是留下了三百余首立春题材的

和歌，足见这一源自中国传统岁时观的节气概念在日本的受重视程度。

作为定位于季节咏的题材，立春歌的创作离不开立春景的书写，在平安时代的和歌中，最多被吟咏

的是一种被称之为“霞（ｋａｓｕｍｉ）”②的气象现象。以下这首《拾遗和歌集》卷首歌便是其中的代表作：
听闻立春今朝至，遥想霞起吉野山。③

在这首和歌中，立春日的到来触发了作者对吉野山春“霞”诞生的想象。这种将“霞”与“立春”配对的季

节认识，在平安时代的和歌中十分普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常见的季节咏题材，却内含着长期困扰研

究界的难题。

首先，从表记上来看，以汉字“霞”表意日语“ｋａｓｕｍｉ”的做法饱受非议。从字义上而言，“ｋａｓｕｍｉ”更
接近汉字“霭”，日本古人何以选择了通常表示“火烧云”的“霞”是讨论的焦点之一。其次，从季节认识

上来看，将“霞”视为春天到来的象征也令人费解，唯一明确的是这种认识并非源自中国④，至于其具体

的产生背景，则诸说不一。第三，从意象组合来看，在中国诗歌中难得一见的“霞”与“立春”的组合为何

会在日本和歌中被广泛使用也是一大谜题。

本论文将在整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以上的三个问题展开讨论，考察立春之“霞”这一和歌意

象的诞生背景，进而揭示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对和歌季节咏发展的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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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代集”指从《古今和歌集》开始至《新古今和歌集》的八部敕撰和歌集。其中《古今和歌集》《拾遗和歌集》《金叶和歌集》《词

花和歌集》《千载和歌集》《新古今和歌集》均以立春歌作为开卷歌。

ｋａｓｕｍｉ即“かすみ”，在日语中的汉字正字为“霞”。
原歌：春たつといふばかりにやみ吉野の山も霞みて今朝は见ゆら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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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创作源流与训字解读

立春“霞”的创作源流可以追溯到日本最古老的和歌总集《万叶集》。

在《万叶集》的四千五百余首和歌中，包括复合语在内共有 ７８ 例“霞（ｋａｓｕｍｉ）”，对此城崎阳子有着
详尽的调查①。在不存在作者争议的作品中，柿本人麻吕的“近江荒都歌”创作年代最早，而出现在这首

长歌结尾部分的“霞”，则已经被打上了春的烙印：

春草繁且茂，春日笼烟霞，昔日宫阙在，一见心悲伤。（２９）②

柿本人麻吕在日本被誉为“歌圣”，是《万叶集》第二期的代表歌人，虽然其人物事迹已不可考，但从署名

柿本人麻吕的和歌内容来看，他以歌才侍奉皇室的宫廷歌人身份是确凿无疑的，也正是在同时代的柿本

人麻吕歌集作品群中，首次出现了立春之“霞”这一和歌意象：

天之香具山，此夕烟霞，春天当已到来。（１８１２）③

这首和歌出现在《万叶集》第十卷卷首，与后面的六首（１８１３—１８１８）柿本人麻吕歌集歌共同组成了吟咏
春“霞”的作品群④，这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咏作年代最早的“春杂歌”⑤。以此为开端，《万叶集》中出现了

多首描写春“霞”的和歌。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更多将“霞”视为春天到来标志的作品，试举二例：

莺啼之春应已至，烟霞缭绕春日山———虽然只得“夜目”见。（１８４５）⑥

历上仍是季冬月，却见烟霞生———或谓春日已到来。（４４９２）⑦

这一传统发展到《古今和歌集》的时代，则逐渐形成了立春之“霞”的固定咏作模式，可见以 １８１２ 号作品
为首的这一作品群，正是揭开立春之“霞”谜题的关键所在。

正是在《万叶集》中，“霞”作为“ｋａｓｕｍｉ”训字的地位获得了确立，而两者在语义上的差异成为了这
一训字遭受诟病的原因。争论的焦点在于色彩，狩谷*斋曾在《笺注和名类聚抄》⑧中指出：

又加须美，谓春日霭气，非赤云气，皇国古书，皆以“霞”为“加须美”，其实非也，明皇十七年事

云：“玄宗入斜谷也早，烟霞甚晦。”所谓烟霞，正斥加须美也。⑨

“加须美”为“ｋａｓｕｍｉ”的万叶假名表记，最后一句的意思是汉语“烟霞”与“ｋａｓｕｍｉ”的字义互相对应。
那么为何“赤云气”之“霞”却在日本文献中变成了“ｋａｓｕｍｉ”的正字呢？邓庆真认为：

《万叶集》中的“霞”之所以被训为“ｋａｓｕｍｉ”，乃是在《万叶集》中存在以汉字一字来表意的基本
倾向，“ｋａｓｕｍｉ”也无法例外。在这种倾向的影响下，相对于“霞”的红色意象，“霞”与“ｋａｓｕｍｉ”在其
他意义上的共通性成为了联结两者的主要原因。瑏瑠

在这里，邓注意到了这两个意象在色彩之外的类似性，并以之作为训字联系的依据，但这一解释依然回

避了色彩差异。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国内的研究中，李晓慧尝试从中日比较的视角讨论日本和歌中的

“霞”的独特性，但其对“霞”字含义的理解仍然受限于字典层面，而没有从古代日本实际接受的中国文

献中寻找原因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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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城崎阳子：《万叶の霞》，收载于古典と民俗学の会编《古典と民俗学论集》，东京：おうふ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 ２１７—２３０页。
原歌：春草の繁く生ひたる霞立ち春日の雾れるももしきの大+所见れば悲しも。括号内为《万叶集》通行作品编号，下同。
原歌：久方の天の香具山この夕霞たなびく春立つらしも。

柿本人麻吕歌集是一部散逸歌集，仅能从《万叶集》左注中了解其存在。

“春杂歌”为《万叶集》编者对和歌的一种分类，《古今和歌集》季节咏中的“春歌”就是由此发展而来。

原歌：莺の春になるらし春日山霞たなびく夜目に见れども。

原歌：月よめばいまだ冬なりしかすがに霞たなびく春立ちぬとか。

《和名类聚抄》是平安时代中期的一本汉和辞书，《笺注和名类聚抄》则是该书最具代表性的注释，以实证性著称。

［日］野口恒重编：《笺注倭名类聚抄上,》，东京：曙社出版部，１９３０年，第 ２４页。
邓庆真：《汉字“霞”の古代日本での受容-万叶集と汉籍との比较研究を通して》，《皇学馆论丛》３３卷 ２号，２０００年，第 ２６页。
李晓慧：《咏霞和歌的分析———以三大和歌集为中心》，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５年。



仔细分析同时代影响日本的汉语文献便会发现，并非所有“霞”的使用例都指向“日边赤云”。在这

一问题上，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显得更为敏锐，合山究就曾指出，在汉籍中也包括与“ｋａｓｕｍｉ”类似的
“青霞”“翠霞”“白霞”“苍霞”“碧霞”等词语的存在。①狩谷*斋所言的“正斥加须美”的“烟霞”就其视
觉特征而言也与“ｋａｓｕｍｉ”十分类似。事实上，对这一类“霞”字用法的接受，才是联结“霞”与“ｋａｓｕｍｉ”
的根本纽带。

关于这一点，可以在与《万叶集》同时代《怀风藻》中找到线索。在这部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汉诗集

中，数次出现用“霞”一字来表示“ｋａｓｕｍｉ”或者说“烟霞”的使用例。如大津皇子《春苑言宴》中的“澄彻
苔水深，蒤暧霞峰远”；文武天皇《咏月》中的“月舟移雾渚，枫楫泛霞浜”等。这种用“霞”一字来表示

“白色云气”的例子，在中国文学中很难找到，当属于日本接受汉文学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和习变异，小岛

宪之就认为《春苑言宴》中的“霞”为汉字的误用。②

这类误用的存在，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日本知识阶层对“烟霞”类汉语词汇的接受实情。如果对日本

古代汉文学中“霞”的用例做一番整理，就会发现日本知识阶层存在重“烟霞”轻“朝霞”的接受倾向，而

这一特征，与日本当时学习汉籍的环境有着密切关联。从文献上来看，在南北朝至唐代的诗歌中，“烟

霞”的使用频度要远远超过“朝霞”，奈良时代传入日本的汉籍虽然多有散逸，但依然可以举出《王子安

集》、《杂集》（圣武天皇编）等多用“烟霞”的例子，而作为唐诗创作整体倾向的一个参考，《全唐诗》中“烟

霞”的使用例高达 ４００，相当于每四个“霞”的使用例中就有一个“烟霞”，与之相比“朝霞”的使用例则不足
３０。《万叶集》中以“霞”训“ｋａｓｕｍｉ”的做法，正是受到了同时代中国诗歌好用“烟霞”倾向的影响。

同样，“霭”没有被选中的原因也可以从古代日本的汉籍接受环境中找到答案，在《艺文类聚》中，

“霞”的使用例接近 ２００ 而“霭”则仅有 １４ 例。这种使用例的差距普遍存在于六朝初唐的诗文集中，显
然对当时的日本知识阶层而言，“霞”是一个比“霭”更易于熟习的汉字。

此外，作为一个频繁出现在韵文、骈文作品中的用字，“霞”自身所内含的文学性也是受到日本歌人

瞩目的原因之一。对日本知识阶层而言，《文选》中的“抚凌波而凫跃，吸翠霞而夭矫”（郭璞《江赋》），

“郁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江淹《恨赋》）；《艺文类聚》中的“非敢蔑荣嗤俗，自致云霞，盖任性灵

而直往，保无用以得闲”（陶弘景《又答赵英才书》），“先生浩浩，唯神其道。泉石依情，烟霞入抱”（孔稚

皀《褚先生百玉碑》）都是学习烟霞类“霞”字的绝好材料。

从这一视点出发，则不难发现 １８１２号作品所包含的苦心。作品中修饰“霞”状态的和语“ｔａｎａｂｉｋｕ”
被以叠韵词“霏餞”来表记。由此组成的三个雨字头的多笔画汉字组“霞霏餞”在视觉上给人一种齐整

感，而从该作品的万叶假名表记“久方之天芳山此夕霞霏餞春立下”来看，在少笔画汉字的罗列后出现

的多笔画字组“霞霏餞”更是承担着一种类似视觉焦点的功能，显然这是作者有意为之。

在《万叶集》中作为“ｋａｓｕｍｉ”的训字被选择的“霞”，并非“朝霞”“丹霞”“赤霞”中的“霞”，而是“烟
霞”“青霞”“霞峰”中的“霞”。明确了这一点，则困扰学界多年的色彩之争将不再成为问题。这一选

择，也反映出当时日本知识阶层对汉文流行意象的高度敏感，由此诞生的“霞霏餞”则作为首个带有鲜

明季节感的意象，成为了 １８１２号作品由语言转化为文字过程中的点睛之笔。

二　 “春”之“霞”认识溯源

在春之“霞”的季节认识这一问题上，有两种观点值得关注。一种是渡濑昌忠所提出的“国见”起源

说，另一种则是高野正美所提出的神话起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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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合山究：《云烟の国———风土から见た中国文化论》，东京：东方书店，１９９３年，第 ５３页。
［日］小岛宪之：《上代に於ける诗と歌—“霞”（カ）と“霞”（かすみ）をめぐって-》，收载于《万叶学论禕松田好夫先生追悼论

文集》，.群书类/完成会，１９９０年，第 ２７—４４页。



渡濑昌忠在探讨春之“霞”认识的成因时将视点放在了日本古代的“国见”传统上。“国见

（ｋｕｎｉｍｉ）”是一种日本古代统治者的巡视行为，较多在春季进行，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都有记
载。渡濑发现，在一些国见记事中出现了对水气类的云和火气类的烟的记录，并将此视为春“霞”意象

的直接来源，他指出：

早前在农事年开端的春季的巡视中获得平等对待的云、雾、霞等景色，在伴随着历法推行而分

化、固定化的皇家活动中发生变异，霞作为初春巡视关注之焦点的地位获得确立，而云、雾则遭到疏

远，雪则成为新增的瞩目对象。①

不得不说这一结论较为草率。首先，渡濑回避了国见行事中水气类景物和火气类景物并存的事实。例

如古代文献所记载的仁德天皇的国见行为，显然是对中国古代圣王巡视的一种模仿，其文中出现的

“烟”当指炊烟，与天然生成的水气类景物不应混为一谈。其次，其推论在逻辑上也存在明显的谬误，景

物的季节感与巡视这一行为之间本不存在因果关联，并不是所有“初春巡视时所看到的景物”都能够成

为代表初春的景物，“云”之所以遭到疏远，乃是因为其季节性本身就不鲜明，同理“雪”之所以在《万叶

集》中成为了春季新增的景物，也与其自有的季节性有关。显然，将“霞”的季节感归结到国见这一特定

行为的思路存在问题。

高野正美的研究则将“霞”的起源与日本神话相挂钩，将其理解为“春之神到来的象征”。②然而这一

论断同样存在问题，首先在《万叶集》中，无法找到将“霞”视为神来访征兆的咏作，作为其核心论据的

２３３７号作品虽然以“自神代开始”作为开篇语，但作品中所提到的“霞”依然属于春“霞”秋“红叶（ｍｏｍｉ
ｊｉ）”的传统季节认识范畴，与高野所称的“春之神”并无直接关联。即使从《古事记》应神纪神话“秋山
之下冰壮士与春山之霞壮士”中去探讨，虽然可以承认“霞”中所包含的神话性，但依然找不到将其作为

“春之神到来象征”的确凿根据。

虽然渡濑和高野的观点都存在明显的问题，但在讨论的过程中，两人都注意到了前历法时代③就已

经存在的季节意识。没有明确的季节意识，则春之神无从谈起，春之国见也不可能成行，可见季节意识

的成立，才是春之“霞”意象诞生的大前提。在前历法时代，人们对季节的判断主要依据自然历。所谓

自然历，是一种“根据日影的长短，月形的朔望，以及草木的开花、结果、落叶，乃至降雪等自然现象”来

判断时间和季节的方法。④对于早在弥生时代就已经进入农业社会的日本而言，在以春耕秋收为基础的

农业活动中，必然包含有相当于汉语“春”、英语“ｓｐｒｉｎｇ”的季节概念。在《万叶集》等日本文献中，汉字
“春”的义训为“ｈａｒｕ”，因此在这里我们就用这个词来表示日本本土的春季观。渡濑昌忠所提出的“农
事年年始”和高野正美所提出的“春之神”，无疑都是以“ｈａｒｕ”这一季节意识的成立为前提的，而“霞”很
有可能在这一前历法时代的季节意识中已经作为“ｈａｒｕ”的象征而被认知。

然而，这一观点却会与学界对歌语“霞”的一般认识发生冲突。通常观点认为，“霞”这一现象作为

春季景物的季节属性是在十世纪成书的《古今和歌集》中得到确立的，而在《万叶集》的时代，“霞”的季

节属性则是不固定的。作为根据，集中“霞”不仅出现在了春季，也出现在秋季和冬季的作品中。一个

在多个季节中被观测到的景物又何以能够成为某个特定季节到来的象征呢？这种怀疑使得过去的研究

都无法进一步对“霞”与本土自然历季节感的关系进行深挖。但对于这一通行观点，学界也并非没有不

同声音，井上富藏就曾对于《万叶集》中“霞”的用例分布情况做了专门的研究。⑤根据他的分类，在季节

属性明确的使用例中，绝大部分为春“霞”，而秋“霞”仅有三例，据此井上认为，在《万叶集》中，“霞”的

季节感偏向于春季。井上的观点虽然提出的时期较早，但未能走出观念化季节认识的局限，因此使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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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日］渡)昌忠：《渡)昌忠著作集 ３》，东京：おうふう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 ２２３页。
［日］高野正美：《“霞”の表现史》，收载于《万叶への文学史·万叶からの文学史》，东京：笠间书院，２００１年，第 ８０—１００页。
日本历学界普遍认为，在引进中国历法之前，日本并没有成熟的历法体系，因此这一时期可以称之为前历法时代。

［日］能田忠亮：《0》，至文堂，１９６４年，第 ４页。
［日］井上富1：《“霞”考-万叶集用语の研究-》，《国文学禕》１９６０年 ２３号，第 １２—２０页。



上的优势既无法改变要求景物与季节一一对应的季节观对“霞”的看法，多达 １３ 例的季节属性不明作
品又进一步构成了其论点的软肋，这也致使其观点最终没能被学界普遍接受。

仔细分析便会发现，这种将具有季节感的景物限定在其所对应季节的思考模式本身就存在问题。

正如观测初雪所带来的冬季认识并不会因为在其他季节看到雪而有所动摇一样，在其他季节的和歌作

品中出现的“霞”并不能成为否定“霞”所含春季认识的依据。要求景物与季节一一对应的四季观，明显

是人为加工之后的产物。然而，由《古今和歌集》所确立的这种四季观却在日本古代文学中占据统治地

位，甚至影响到了近世俳谐中的“季语”规则，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四季观的深入人心，才导致了学界对

“霞”季节属性的误判。显然，《古今和歌集》时代所确立的“霞”的季节属性，是在文学的观念空间中对

季节景物进行人为加工之后的产物，不应与基于现实生活的季节感等同视之。从这个角度来看，《万叶

集》中出现在多个季节作品中的“霞”，不但不能构成对“霞”作为“ｈａｒｕ”到来标志的否定，反而可以视为
人为加工的和歌四季观确立以前，日本歌人以写实的笔法抒写自然历季节感的典型例。

若从自然季节的认识来思考“霞”的季节性，则问题将变得非常明朗，因为在《万叶集》中，只有春季

的“霞”才具有季节指标的色彩，在其他季节中出现的“霞”仅仅是景物，而非指标。以此观之，正如“雷

始发声”可以成为中国季节观中春季到来的指标一样，自然年内首次出现的“霞”也无疑具备标识

“ｈａｒｕ”功能。
一般而言，除了日月星辰的变化之外，反映自然历季节感的景物，都会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例如

生活在白马岳附近的日本民众，就保存着一种通过观察白马岳的“雪形”———峰顶附近积雪形状———来

判断季节的自然历传承。①从这个角度来看，１８１２号作品中出现的“香具山”意义重大，井手至指出：
天之香具山，乃是皇都的所在地大和“物实”的中心之存在，也就是说，其山中的景象可以作为

整个大和地区的代表景象。这里的景色变化，可以说是大和地区全体的季节变迁最迅速的标识。

（中略）正因为此，其山中霞气的产生，方能成为大和地区春天到来的确切标志而得到了一般

公认。②

注意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再来看《万叶集》卷十的初春“霞”咏歌群就不难发现其鲜明的地域色彩，七首

作品中除了一首之外，都出现了具体的地名③。这种将“霞”与特定地点相挂钩的手法，也从一个侧面证

明了春“霞”所包含的自然历属性。

从自然历的角度来看，作为季节指标的景物选择往往与当地的水文地质乃至生活风俗有着密切的

关联，而柿本人麻吕时代的藤原京，则是孕育春“霞”的绝佳场所。通过近年的历史和考古研究，藤原京

作为“水之都”的特质已经为学界所公认④，其广布的湿地和涌泉无疑是冬春之交、骤暖之际“霞”大量生

成的直接源泉，平城京和平安京，在水资源上虽不如藤原京那样丰富，但都城内星罗棋布的园林水田以

及周边的低矮山地依然会在每年春天不断为居民们提供认识春“霞”的机会。

在江户时代，注意到中日两国实际气候差异的涉川春海着手编写了日本首部本土历法。此后，他又

根据日本的现实改订了“七十二候”。在这套以日本实际季节感为基础的“本朝七十二候”中，“霞始”

取代“鸿雁来”位列“雨水”之后，可见即使在城下町建设大肆改变原生地貌的江户时代，春之“霞”的季

节感依然存在。但进入近代社会之后，随着西方气象学的影响，雾（ｆｏｇ）的概念取代了“春霞”“秋雾”的
传统季节感，而现代化都市化进程也使得依赖湿地水田地貌的“霞”逐渐远离民众的生活。笔者曾专门

走访了奈良地方气象台，如今站在观测雾气的高台上已看不到一片水田或湿地。然而直至今日，在较好

地保留了上古时期自然风貌的奈良县明日香村一带，仍然可以在每年春季到来时观测到“霞始”的风

景，只是对于大多数日本人而言，“霞”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季节感景物的时代已然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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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日］冈田芳朗等：《0の大事典》，东京：朝仓书店，２０１４年，第 ２７９页。
［日］井手至：《?文录·说话民俗篇》，大阪：和泉书院，２００４年，第 ９９页。
１８１２中的“香具山”，１８１３中的“卷向之桧原”，１８１５中的“卷向山”，１８１６中的“弓月岳”，１８１７中的“朝妻山”等。
［日］千田稔：《飞鸟-水の王朝-》，东京：中央公论社，２００１年。



综上所述，《万叶集》中所出现的标志着日本之春———“ｈａｒｕ”到来的“霞”，既非中国文学中“烟霞”
的嫡系，也与渡濑昌忠所说的“国见”或高野正美所说的“神话”没有关联，而是直接源自前历法时代日

本本土自然历季节感的一种意象。

三　 “立春之霞”组合解析

“立春之霞”这一组合的成立，与 １８１２号作品的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关联。
柿本人麻吕所活跃的持统朝①是日本古代的一个重要时期，大量的唐风改革措施在这一时期得到

实施，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日本最初的体系化令制“净御原令”的颁布和藤原京迁都。前者标志着律令制

国家体系的基本确立，后者则是日本首个条坊制都城。经过了壬申战乱的洗礼和天武朝的励精图治，日

本的古代王权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吉村武彦将这一时期定义为“古代日本的成立期”②。

引人注目的记载出现在《日本书纪》的持统四年（６９０）———“甲申，奉敕始行元嘉历与仪凤历”。元
嘉历和仪凤历（即麟德历）都是中国的历法，但这里所要关注的并非二历并行这一罕见做法，而是“奉

敕”二字，因为在此之前的敕命中，从未出现过颁历的记载。虽然早在推古十年，就出现了学习历法的

记载，但历本的小范围运用并不等于颁历，正如细井浩志所指出的那样，全国规模的颁历，对造纸业、汉

文教养以及历法知识的普及都有着较高的要求。③持统四年的敕令标志着日本国家体系在历法颁行能

力上的成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与灵活多变且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自然历不同，历法对时间和季节的划分是严格划一的，而全国统

一的历法颁行则会直接引发历法与自然历之间在季节认识上的冲突。从现代的眼光来看，将中国历法

中的四季观毫无批判地引作日本季节划分的准绳是不科学的。对中国历法的推行，必将引发以中国岁

时文化为基础的“历法四季观”与以日本本土生活经验为基础的“自然历季节感”之间的冲突，而持统朝

全国范围的颁历，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冲突。正是这一冲突，构成了和歌季节咏诞生的原动力。

对于当时的统治者而言，颁历不仅是方便国家管理，促进社会文明化的一种手段，更是绝对皇权的

一种彰显。通过将全国的时间和季节认识统一纳入管辖范畴，颁历这一行为体现了天皇对日本无可动

摇的统治地位。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得日本统治阶层不得不站到维护历法四季观的立场上。一方

面他们无疑注意到了历法季节与现实季节之间的龃龉，另一方面，落后的科技水平又使之无法对这一问

题做出实质性的回应，迷走在中国历法复杂而精致的二元构造④中的日本贵族开始为寻找可以支撑历

法正确性的现实景物而苦苦思索。

经常被举为和歌季节咏滥觞之作的 ２８号持统女帝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春天远去，夏天来临，看那天之香具山边晾晒的夏衣。⑤

内田贤德指出，在这首作品中：

对历法的知识与对现实的认识之间毫无矛盾的吻合，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充实而富有祝福性的

迎接新季节到来的喜悦感，而在这背后则隐藏着对包含于历法与现实之间矛盾的不安感。⑥

这一论断犀利地指出了历法四季观与自然季节感之间的紧张关系。然而在这首和歌中，作者并没有从

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作品中作为夏季到来依据的，并非任何自然景观而是“被晾晒的夏衣”这一人

为景观。考虑到持统朝的颁历背景，我们未尝不可以将其解读为无法从自然世界中找到夏季到来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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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七世纪末，持统女帝统治时期（６８６年称制，６９０年即位，６９７年让位）。
［日］吉村武彦：《古代王2の展开》，东京：集英社，１９９１年，第 ２９７页。
［日］细井浩志：《日本史を学ぶための〈古代の0〉入门》，东京：吉川弘文馆，２０１４年，第 ７２页。
二元构造指历法中存在的二十四节气的四季观和自孟春月至季冬月的四季观。

原歌：春过ぎて夏来るらし白たへの衣干したり天の香具山。

［日］内田贤德：《万叶の知-成立と以前》，?书房，１９９２年，第 ３８８页。



的一种妥协，通过这种解读，内田所指的不安感将更加易于辨识。

理解了这一点，就会发现“立春霞”这一意象的独特价值。两种季节观冲突的核心区域是季节的首

尾，而四季中春季的开端又因为与年始的确立关系密切而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宣扬“立春”这一季节标

识的正确性，就成了日本统治阶层的当务之急。立春“霞”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作为日本本土自然历季节感中“ｈａｒｕ”的典型景观，出现在大和地区信仰中核的天之香具山上的
“霞”，一举消解了现实认识与历法知识之间的紧张状态，以无可辩驳的姿态宣示了历法中季节界定的

正确性。也就是在这首作品中，本土的季节感与传入的四季观在和歌中实现了完美的契合。这一契合

的创出，既体现了柿本人麻吕宫廷歌人的身份特征，也迎合了朝廷颁历的实际需要。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这一契合的创造，从本质上而言是现实季节感对历法知识的屈从。因为以日

本当时的文明水平而言，其统治阶层并不具备质疑中国历法权威性和准确性的能力。这一倾向进一步

发展的结果，则是平安和歌中与现实自然差异显著的观念化四季的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１８１２号作品不仅创造了一个与中国历法相呼应的“霞”，更通过将“立春”化作和语
入歌而创造出了“春立（ｈａｒｕｔａｔｓｕ）”这一对日本文学季节观影响深远的新词。对于“ｈａｒｕｔａｔｓｕ”是否为
“立春”训语，曾经存在一些争议，但一般认为两者关系密切①。

从“立春”到“春立”，最大的改变是词性，前者是名词，后者则是动词，可以解释为“春天到来”。从

语义上来看，“ｔａｔｓｕ”在日语中，除了表示“站起”之外，还有“斩断”“出发”等含义，无论取哪一个含义，
都带有鲜明的瞬发性，换句话说，“春立”“秋立”所描绘是一种绝无交错、截然二分的季节交替，而这一

特点正与历法四季观的划分特征相符。与这种界限分明的观念化四季不同，自然历对季节交替的认识

则往往是渐变性的。新井荣藏就曾指出，在早期的《万叶集》和歌中，存在有将季节交替表现为一个重

合交错过程的例子②。他也以持统女帝的作品（２８）为例，指出在这首作品中，春季“正在离去”，夏季则
“正在到来”，两者之间并没有一个明晰的分界点。这种对季节交替渐变式的描绘，表现出自然历季节

观的特征，但随着“春立”和“秋立”这两个新词的创出，一种全新的泾渭分明的四季观开始被引入日本

的传统文学，进而对平安和歌乃至近世俳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其原点，正是中国的历法体系。

从这一层意义来看，１８１２号作品所创造出的立春之“霞”，不仅作为一个孕育出无数后继作品的季
节母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标志着界限分明的历法四季观在文学领域对日本传统自然历浸润、改造的

开始。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历法中的四季观虽然界限分明，但由于节气和历月都具备季节属性，因而又

兼有二元性的特点，而这种二元性也引发了日本贵族的极大兴趣，出现了不少以年内立春为主题的创

作，代表作当属《古今和歌集》卷首歌，对平安时代的这类年内立春咏的创作，笔者做过详细的考察③。

综上所述，“立春霞”是在持统朝大力推行律令制改革的背景下，为了迎合朝廷颁历政策的实施，由

宫廷歌人柿本人麻吕创造而出的全新意象。通过将“霞”这一代表日本传统季节感的景物与中国的岁

时概念“立春”相结合的方式，这一意象在文学空间中完美消解了中国特色的历法四季与日本本土的自

然四季之间所存在的固有紧张关系，进而奠定了古代和歌季节咏观念化、空想化的发展方向。作为为数

不多的跨越《万叶集》和《古今和歌集》之间时代鸿沟的季节风景，立春之“霞”这一意象的成功塑造一方

面充分体现了日本古代歌人在接受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自主性和创造力，另一方面也如实展

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古代文学巨大的推动和改造力量。

（责任编辑　 周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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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源远：立春之“霞”与和歌季节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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